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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个时期的反腐倡廉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历史经验的学习，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式的照搬，也要反对对历史经验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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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是一项民心工程，而民心关乎政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民意是民心的体现。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如何，民意是最好的检测标尺。今天，人们每每谈起廉政建设的问题，大都流露出对延安时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廉洁党风和廉洁政治的怀旧之情。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要求：“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2]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讲话上也强调“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3]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六位常委及万里、杨尚昆的谈话中，又明确提出：在思想道德觉悟方面，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水平。人们之所以对民主革命时期和五十年代的党风、政风怀恋不已，这也说明那时的党风建设、廉政建设成效显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正廉洁，赢得民心。

对研究反腐败问题，季正矩研究员在《通往廉洁之路》一书中提出四条思路和原则，其中两条是热话题冷思考；经世致用和责任感。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拯救，历史与未来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我们能从历史的启示中寻找当代生存困境的出路。“悟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如果从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回顾和反思中得出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那么岂不比一般的议论更有意义？本文试图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从几组对应或相近关系中，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作一些探讨。
一、生存危机、执政危机和腐蚀蜕变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有个重要的“挑战与迎战”理论。他在该理论里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认为文明演进的动力来源于内在机制的矛盾运动，即文明的发展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成功的迎战。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挑战来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只要迎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衰落下来。并且强调，“卓越来自艰辛”。文明理论的启示在于：人类自决能力强弱，以及自控能力的大小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面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危机，我们只有主动去选择和行动才有出路。

如果把该理论不恰当的借用到反腐倡廉领域的话，反腐败的主体无疑就是人类，腐败就是人类文明发展时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无论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影响反腐败的重要因子。因为，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腐败就是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制度下都存在的问题，成为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政权及社会稳定的因素。反对腐败，建设廉政，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不衰的话题，成为关乎当今世界各国政治文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治任务。近现代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与廉洁政治紧密相关，也完全系于党内权力机制运行的效能。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生存危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危机，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党员队伍面临腐蚀蜕变的危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考验。如果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长期分散的艰苦险恶的农村战争环境及非法的城市地下工作，以及绝对平均为特点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这些条件迫使中国共产党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而最终赢得民心，赢得政权的话，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执政条件下继续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戴，始终是必须回答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领导率先垂范和领导失范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廉政思想方面有许多合理内核。比如，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5]即孔子认为，国家统治者的行为，对社会有着决定性影响，百姓的行为举止是否规范，是否符合国家的道德要求，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言行。俗语说，打铁还有自身硬即是这个道理。

在谈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廉政建设，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比纯粹的道德劝诫更有说服力。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极其简朴、清正廉洁的。被尊称为中共“五老”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五位革命老人，他们可谓位尊权高，但他们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革命情操成为时人的楷模。毛泽东曾反复告诫全党：“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麻烦，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6]老一辈革命家，在廉政问题上以身作则的动人事迹早已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传为佳话。在他们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曾以前所未有的廉洁形象赢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形成了让国人怀念不已的四五十年代的廉洁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实现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大臣洁，小臣廉”的理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政清廉已成为群众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和道德行为是否廉洁、公正、高尚，对全党全社会具有巨大的示范感召和引导作用。领导干部只有从自身做起，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挑重担，才能理直气壮地抓廉政建设，旗帜鲜明地反腐败。“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7]“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样，领导干部自觉清正廉洁，廉政建设才能取得更大成效。如果领导失范，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己身不正，何能正人？还能谈什么反腐呢？而如今的财产申报制度迟迟没有推行，顾虑重重，阻力重重，值得让人深思。

三、群众监督与群众有序参与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保证自身及革命政权的廉洁，始终同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廉政建设的历史来看，党中央和毛泽东最惯用的廉政建设措施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检举贪污运动。党领导、发动群众进行的反腐败的初次战斗，战果辉煌。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切地认识到群众参与反腐的威力。当时《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中说：“多数的贪污案件是由通讯员而检举，更是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8]笔者从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这段时间所办的《新中华报》中，共搜集到有关反腐败案件报道35篇；从1941年5月至1947年3月所办的《解放日报》中，共搜集到有关反腐败案件报道58篇；另外，从1938年至1942年的《抗敌报》中，共搜集到有关反腐败案件报道23篇。在整理汇编这些反腐败资料时，发现其中几乎所有的反腐败案件从揭发到惩治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中，尊重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这与当时贪污腐化与民争利的国民党有着天壤之别的。而且事实上，群众的监督和党的教育，使得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廉政建设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些发动群众揭露和惩处贪污腐败分子的斗争，无疑为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五十年代廉政建设提供了原始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践和理论依据。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发动了整风运动（1950年）、“三反”运动（1951年）和整党运动（1953-1954年）。通过这些运动，党和政府严厉惩处了少数腐败分子，清除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据统计，到1952年6月初，全国共揭发出贪污分子1226984人，其中有党员202683人。 
实践证明，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对于清除党和政府中的阴暗面，去防止和惩治官僚主义分子和腐败分子，保证党和政府的廉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发动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一定要把握尺度。尤其要谨防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这是因为群众政治运动是一种非规范化，随意性很大的治党治国方式，在实践中常常缺乏可操作性和稳定性，难免走向反面、事与愿违——破坏人民民主、招致社会动乱。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完善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才能加强廉政建设。相信在今后，人民群众的参与机制、监督机制、举报人保护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后，形成有力的反腐败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任何贪污分子和贪污行为都会无处遁形的。                                                                                     

四、“有法必依”与制度执行不力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后来，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制定了干部管理制度和政纪法规，以及财务审计和行政监察制度，同时还制定了惩治贪污受贿的刑事法规，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制度等。当时所制定的制度法规，不仅相当严厉，而且是说得出，做得到，因而能取信于民，形成党风廉政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黄克功案、肖玉璧案和刘振球案等的严肃处理，以及建国后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以及朱德贵等案的严肃处理，不仅对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起到促进作用，而且成为法制建设的典范。

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许多很好的制度法规，并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前固然存在着制度不配套、立法滞后等问题，但最要紧的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制度成摆设，形同虚设，甚至执纪违纪、执法犯法，而又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使制度法规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严肃性，客观上组长了消极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反腐败实践中，我们并不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反腐败制度的适应性、严密性、规划性、配套性、未来性，以及真正落实和依法从政，这是导致制度反腐“华而不实”的根源。十五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很多制度，有学者统计，仅省部级以上部门制定的制度性规范就有2000多件。在干部选拔任用、行政审批、工程招投标等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形式的规章制度，内容涵盖了党纪、政纪直至刑事处罚，但收效未能令人满意。我们在制度中所预设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使得规范的制度得不到遵循，而各种“潜规则”甚至“监守自盗”的行为却大行其道，大大打击了人们对制度反腐的信心和决心，致使制度成为一桩摆设。
总之，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不仅要抓好建章立制，更重要的是贯彻落实好制度，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约束力，确保制度的实效性。完备的制度只有被严格地实施才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否则就失去了制度建设的价值。
五、高尚的思想道德与理想信念缺失
从总体上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道德境界是很高的。这主要通过共产党员救国救民而忘我奋斗、英勇献身的精神表现了出来。而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继承，更是在弊政丛生、国衰民穷、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产生的。这种精神不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主要不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科学透彻的认识而产生的“理想力量”，而是始于“拯救斯民与水火，且护大厦之将倾”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不合法地位。那时加入共产党首先意味着要为国为民而牺牲，不但得不到任何实惠，反而有被杀头的危险。所以，一切以个人得失为出发点的人，以捞起个人名利为人生目的的投机者，决不会加入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员，从总体上看都是富有献身精神的民族精英。在革命大熔炉里，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和党的教育，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境界都得到了升华。“集体本质”“社会本质”的人生价值观，使得他们真正做到为劳动人民群众的幸福而忘我奋斗。特殊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参照系”使得许多人在为人民革命而冲锋疆场、流血牺牲。相形之下，任何图谋个人名利的言行都显得那么渺小、那样低级趣味，那样与革命斗争的需要格格不入。见贤思齐、匡正自己的言行、克制自己的私欲，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员能保持廉洁作风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9]
理想信念是人们行动的精神动力。而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政治灵魂，是思想行为的“总开关”“总枢纽”。一旦“总开关”出了问题，整个系统都会随之出现问题。所以，历来中国共产党都把坚持理想信念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在今天市场经济形势，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重利性一面，会刺激人的攀比心理，诱使见利忘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这种市场体制的运行规则一旦溢出自己的适用范围泛化到政治领域，就会侵蚀政治体制的道德性，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发生。许多党员干部，正是由于放松了对自己思想道德的要求，理想信念缺失，从而最终在金钱、权力、美色等面前迷失自己，沦为为人民所不齿的阶下囚。因此，做为一个党员干部要不断学习，坚持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六、党风、政风与民风
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10]意思是说，上边的人喜欢做什么，下边的人就会爱得做得更加厉害。君子的德行好比风，小人的德行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必向那边倒。
在当今社会，风气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可以具体化为党风、政风、民风等不同层次：党风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悠关党的生命，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政风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作风，主要包括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政风是政府自身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众评价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准。政风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关系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影响到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成效。政风对于社会风气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和带动效应，政风好就可以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政风不好势必会对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民风从动态角度而言可谓源远流长，包容着历史与现实。民风的状况是透视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又为推动党风、政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三者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毛泽东等一代开国元勋的廉洁奉公的浩然正气，极大地教育和感召了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树起了引导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向良性循环的“参政系”。五十年代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尚和平等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对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以强欺弱、偷盗抢劫等邪恶现象的强大的舆论谴责氛围，举国上下呈现出蓬勃高昂的忘我劳动精神。只要走访一些经历这段历史的老人，或翻阅当年的报纸，对此便一目了然。因此，当人们在谈到当今的社会风气的时候，在感叹社会世风日下、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法律意识淡薄，尤其是对当今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腐败现象的忧愤之情俞烈的同时，对那时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益愈加怀念。十七大报告提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11]这正说明从布衣百姓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心，在反腐败问题上是息息相通的。
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改善生活

古人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足见勤俭的重要性。勤俭，可以培养出一个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可以培养成一个社会清醇洁净的道德风尚。有句形象地说法，贪污与腐败是亲兄弟，勤俭与廉政是双胞胎，很有道理。以史为鉴，总结中国共产党勤俭促廉的历史经验，对当前的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反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的不正之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领导人就十分注重节俭为本，反对浪费，与民同苦，做到了“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为反对贪污浪费，毛泽东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12]中央苏区1933年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党通过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形成了南泥湾精神，既解决了当时被日伪封锁造成的物质匮乏的问题，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政、军机关奢靡享乐之风对党的侵蚀。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因官员穷奢极侈，腐化成风导致灭亡的历史中吸取深刻的教训，防患于未然。在建国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党内正在滋长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毛泽东还把党中央搬迁到北京称为“赶考”，就是要求全党执政后不能挥霍浪费、奢侈腐化，要跳出历代朝政由俭到奢最终覆灭的周期率。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带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针对党和政府日益滋长的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的现状，开展了“三反”斗争。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目前，从整体上说，广大党员干部是能够保持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即是很好的说明。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对于艰苦奋斗不以为然。他们有的认为：经济发展了，没有必要再做“苦行僧”了；有的认为搞市场经济，不能太“小气”，以免让人看不起，影响单位或地方的发展；也有的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在上述思想影响和支配下，导致一些地方奢侈之风日盛，屡禁不止。为了搞好反腐败斗争，今后必须强化治理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之风，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之风落到实处。如采取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狠刹公款玩乐吃喝风，建立有效地监督机制，严把用人关，引导全社会形成戒奢尚俭的舆论氛围等措施。
八、整风、政党与其它党内教育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3]因此，在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社会中，进行思想教育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党内教育运动。比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整党和整风运动，历史转折时期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三讲”教育、“保先”教育等。这些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都是时代对党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这不仅是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提高党员自身素质和保持政党先进性的需要。对这些思想教育运动进行分析，了解它们的功和过，将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的党内思想教育提供一些借鉴。 
延安整风运动召开前，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党的作风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党员身上都表现得十分纯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党内严重地存在，常常兴风作浪，对党的事业，起着严重的损害和腐蚀作用。因此，提高党的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党廉政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经过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的整风运动，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党内不良作风得到清理和批判，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得到倡导，从而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倡廉反腐斗争。建国以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党员干部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情况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断出现。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的迫切考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克服和清除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现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于1950年发动了整风运动，1954年的政党运动，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等。
以上历史上的党内思想教育或整党活动，对于防止和惩治官僚主义和腐败、政党的廉洁起了明显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条经验启示：一是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首位，并以此统一思想；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要注重发扬民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是要坚持整体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五是始终坚持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核心进行党内教育。六、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一定要务实有效，切忌走过场、走形式。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五十年代这些措施带有政治运动的特征，曾给经济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而且运用这种方式，也不可能根治腐败。对于这些我们也应该有清醒地认识。
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问题层出不穷。党如何教育党员和党员干部不断地、反复地经受得起复杂而严峻的考验，特别是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两大考验，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的实践中面临的重要的理论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深入总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党内教育活动，对今天的党内教育活动将不无裨益。
总之，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个时期的反腐倡廉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要注意到，对于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既要反对过时论，又要反对机械照搬，而最要紧的是，反对现实生活中那种对历史经验的“貌合神离”。如群众监督不足，制度执行不力，领导失范，理想信仰缺失、精神贫乏、功利泛滥、道德滑坡、法律意识淡薄等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对这些历史经验继承地不足，才能正确地找到影响当今反腐败成效的症结，以及对症下药；才能很好的继承历史经验，提炼可供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形成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构建中国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战略框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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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ombating corruption 40-50 ages of the last century has left behind a magnificent page in party's history, and has provided much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us. Earnestl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of this time, has very vit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found historic importance. To historic experience's study, we must oppose the dogmatism-like copy, and oppose the deviation from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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